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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 	
  
――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 	
  

          杨继绳 	
  
	
  

我在《墓碑》一书第 23 章中提出在 1958-1962 年非正常死亡 3600 万人。网上广为转载，

引起了强烈反响。多数读者支持，也有批评意见。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在现有的

资料条件下难以搞准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是正常的事。	
  
我是很关注批评意见的，凡是批评的文章我是必读的。可惜的是，为数不多的批评文章

中，几乎没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谩骂。令人高兴的是，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

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尽管我不同意他否定大饥荒、否定饿死人的结论，但我尊重他的发

言权利。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在《墓碑》一书中，只是介绍了多位人口学家的研究和结论，

当然我自己也作了分析判断。但是，对孙先生这样的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我也有责任回答。	
  
	
  
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不应有的差额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中国大饥荒年代到底

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四处的人最有资格回答。四处至今健在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张庆五，

当年户籍处处长，今年 86 岁，离休前是公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王维志，今年

82 岁，上世纪五十年在在苏联专攻人口统计学，六十年代在公安部三局四处从事人口统计

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研究员。我曾向他们二位提出过这个问题。张庆五回答

说：“我们户籍处没有统计，没有形成正规的数字，也没有上报。我个人估计两千多万吧。”

王维志向我提供了他计算的结果：1959－1961 年三年非正常死亡 3500 万人。	
  

不考虑人口国际流动，如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则在全国范围内：	
  

当年年底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即下表第 3 栏中的数字应当等于 6 栏中的数字。7 栏中的数字应当为 0。但按国家统计

局公布的数字算出来不是零。（见下表）。不过，由于当年中国人口基数高达 6.6 亿，统计上

的误差造成的差额，一百万以内可以视为正常误差。由此可以认定，1955 年－1956 年是基

本正常的；1965 年－1969 年基本是正常的。1970 年实行计划生育，出生少报使得自然增长

数缩小，差额就超 200 万了。	
  
历年总人口数 (年底数 )和出生数、死亡数（单位：万人） 	
  

1，	
  

年份	
  

2，	
  

总人口	
  

3，按总人口

算出的增长	
  

4，	
  

出生人数	
  

5，	
  

死亡人数	
  

6，自然增长＝

4 栏－5 栏	
  

7，差额＝3 栏

－6 栏	
  

1954	
   60266	
   	
   2245	
   779	
   1466	
   	
  

1955	
   61465	
   1199	
   1979	
   745	
   1234	
   -­‐35	
  

1956	
   62828	
   1363	
   1976.	
   706	
   1270.	
   93	
  

1957	
   64653	
   1825	
   2166	
   687	
   1479	
   346	
  



1958	
   65994	
   1341	
   1905	
   781	
   1124	
   217	
  

1959	
   67207	
   1213	
   1647	
   970	
   677.	
   536	
  

1960	
   66207	
   －1000	
   	
   1389	
   1693	
   -­‐304	
   -­‐696	
  

1961	
   65859	
   －348	
   	
   1189	
   939	
   250	
   -­‐598	
  

1962	
   67295	
   1440	
   2460.	
   666.	
   1794	
   -­‐354	
  

1963	
   69172	
   1887	
   2954	
   684	
   2270	
   -­‐383	
  

1964	
   70499	
   1327	
   2729.	
   802	
   1927	
   -­‐600	
  

1965	
   72538	
   2039	
   2704	
   678.	
   2026	
   13	
  

1966	
   74542	
   2004	
   2578	
   649	
   1929	
   75	
  

1967	
   76368	
   1826	
   2563	
   636	
   1927	
   101	
  

1968	
   78534	
   2166	
   2757	
   636	
   2121	
   45	
  

1969	
   80671	
   2137	
   2715.	
   639	
   2076	
   61	
  

1970	
   82992	
   2321	
   2736.	
   622	
   2114	
   20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8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上表中总人口取自该书第 2 页，出生、死亡数取自该书第 268 页	
  

孙先生也列出了上面的表，但孙先生的出生和死亡人数是根据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和死

亡率算出来的。其实，国家统计局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基层上报的总人口、死亡人口和

出生人口换算的。而且换算是用的平均人口不是年终人口，所以孙先生算的结果与上表有差

异。	
  
研究大饥荒的学者和人口学家早就注意到了上述差额。我在《墓碑》第 23 章中也作了

介绍。这不是孙经先先生的发现。	
  
	
  

不应有的差额是怎样产生的？ 	
  
为什么会产生不应有的差额？这不是从理论上能够回答的问题，只能从人口统计实践中

寻找答案。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我到张庆五家就大饥荒人口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问：为什么人口数据中总人口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不一致？这个差额是怎样产生

的？	
  
张答：笼统地说，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

1960 年－1961 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我仔细询问了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张庆五介绍，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

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统计表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

处。省公安厅户籍处汇总以后报公安部三局四处。四处再汇总成全国的数字。从 1954 年以

来，每年出一本汇总的书。张庆五从他的书柜里找到了表的样本，他说，这就是。我一看，

是 1980 年代的，说，不对呀。他说，五十年代跟这是一样的，这个表没有变化。我抄了下



来（只抄表头）：	
  
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１９８＃年度）    填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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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填表说明”，注明某些数字不能反映的特殊情况。这个“填表说明”供上级

汇总时参考。到省级以上这个“填表说明”就不起作用了。	
  
	
   	
   请注意，这个表只有“年末总人口”和“当年人口变动”两大项。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

总人口增长多少没有显示，也无法算出。这样，当年总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自然变动就无法核

对。我想，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即本文表中

第７栏（差额）产生的原因。	
  
王维志也曾向我介绍，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

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总人口是按生产队留粮人口和油票、布票的

供应人口上报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是上报时回顾的——生产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

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迁出数、迁入数也是上报时回顾的。在食品和布匹等生活

资料按人口供应的情况下，总人口和出生人口有多报的情况，死亡人口有少报的情况。死亡

率和出生率是公安部门根据总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	
  
由于总人口是按各级基层组织层层汇总形成的，出生人口总数和死亡人口总数也是基层

组织层层汇总而形成的。但是，基层上报数据时，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

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汇总起来，就出现了上表第７栏中的差额。	
  
孙先生不了解我国人口数据的采集过程，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

办法取得的”。这就把人口数据采集中的两大项（总人口和人口变动）归并为一大项了（户

口登记时总人口和人口变动可以一次采集）。他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

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	
  
	
  
中外人口学家怎样分析这个差额 	
  

据我所知，中外人口学家、当年在公安部系统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的人、当年在基层进行

过死亡人口调查的人都一致认为，《中国统计年鉴》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数据，出入最大的是

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与实际不符：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

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

这个人死了，如果上报了，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



这份资源。	
  
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的仕途。对省级和中央政

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

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

级满意时为止。在 1958 到 1962 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在基层，隐

瞒死亡人口数字的事例非常多，《墓碑》一书中有大量的、详细的介绍。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通常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校正。他们校正

的基础：一是人口普查的数据，二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生育率调查。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

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 1953 年和 1964 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1982 年进

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83 年公布了对千分之一生育年龄妇女的抽样调查，即对 1940 年以来的 41 年的婚姻和生

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中国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蒋正华用生命表的办法校正，也是基于上述基础。	
  
人口数字的校正，计算工作量很大，是人口专家的事。我不是人口专家，无力从事这种

工作，只能用他们的研究结果。当然，我对他们的研究结果是进行了一番分析和鉴别的。王

维志则是根据他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已经公布的 1959 年到 1961 年的人口数据进

行了修正。我认为他的研究结果更接近实际一些，因为他知道在人口统计中，有一些外人无

法得知的操作性事件，如 1964 年在总人口中消除了 800 万。	
  
中外人口学家和中国人口统计专家对中国人口数据的校正工作，在我的著作中作了介绍

和评论。这里不再赘述。	
  
前些时我将孙经先的《关于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一文打印出来给

了王维志。2012 年 1 月 18 日晚，我到他家看望他，谈起孙经先的文章，他说：“这篇文章

跟中国的人口统计工作根本不沾边！他的结论与中国的实际差得太远！”他谈到，当年死亡

漏报、总人口多报的情况比较多，这是人口数据产生误差的主要原因。我问：“当年死了人

不注销，以后总是要注销的。这样，注销这一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是高了吗？1959 年到 1961
年有死亡漏报，为什么 1962 年至 1965 年死亡率还是那么低呢？”他说：“当年死亡不报，

并不是下一年补报，而是一年一年往下拖，拖到一定的时候就一次性注销。1964 年就在总

人口中注销了 800 万人。人口普查时会消除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王维志还说：“人口问题

不是用数学能推导出来的，要结合中国的统计实际。数学只能是工具。” 
张庆五由于年龄大，没有读孙经先的文章。我向他转述了孙经先文章的要点。孙经先说

“人口非正常变化（即本文表中７栏显示的差额－引者注）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

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漏报

行为无关”1。张庆五表示，他不同意这个看法。谈到孙经先的论点“那种认为我国 1958
－1961 年期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张庆五说，

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	
  

	
  

孙经先的“科学推导” 	
  

孙经先说，他这个结论是用数学方法建立的人口统计学的“户籍人口异常变动理论”严

格推导出来的结论。接着，他将上表第７栏中的差额定义为“人口非政党变化”，进一步将

“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报无关”这一结论推广为“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初人口非

	
  	
  	
  	
  	
  	
  	
  	
  	
  	
  	
  	
  	
  	
  	
  	
  	
  	
  	
  	
  	
  	
  	
  	
  	
  	
  	
  	
  	
  	
  	
  	
  	
  	
  	
  	
  	
  	
  	
  	
   	
  	
  	
  	
  	
  	
  	
  	
  	
  	
  	
  	
  	
  	
  	
  	
  	
  	
  	
  	
   	
  
1 孙经先：《关于人国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65
页。 



正常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的死亡漏报引起的”2。由此断定“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

大谣言”。 
孙先生说，他的结论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的”。这一说法有点吓人，为了读懂孙

先生的理论，我找出了自己早年在清华大学学过的高等数学，准备复习。看了孙先生的文章

才得知，他说的“数学方法”仅仅是初中二年级的代数知识而已（孙先生是非线性泛函分析

专家，可惜这里用不上）。他提出了“人口非正常变化”、“虚拟人口”、“实际人口”等概念，

然后用简单的代数绕来绕去。他的结论与其说是“用严格的数学理论”推导出来的，不如说

是假设一些脱离中国人口统计实践的概念“绕”出来的。 

他的理论也是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的差额（他用“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概念

代替）出发的。	
  

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人口－上一年岁末人口）－（当年出生人口

－当年死亡人口） 	
  

这个等式是常识。在这个等式中，（当年岁末人口－上一年岁末人口）就是总人口的增

减；（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是人口自然变动。这两个本应相等的两个数据不相等

才出现差额。 
孙先生是怎样“用严格数学方法”得出“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这一结论呢？

下面我抄录他的《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中有关数学方法的一段： 

证明：(一) 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 a 人，

当年出生 b 人，死亡 c 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 d 人 。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并且没有

人补报出生和死亡，则当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 a+b-c+d，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 d

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

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 m 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

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 a 人，当年户籍出生人口仍为 b 人，

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 d 人，但户籍死亡人数因为有 m 人

死亡漏报而变成 c-m 人，年底户籍人口数变成[a+b-（c-m）+d],所以这一 年的人

口非正常变化数为   

[a+b-（c-m）+d]-a-[b-(c-m)]  

即仍为 d 人。这表明虽然当年有 m 人漏报了死亡，但这一事实对人口非正

常变化数没有任何影响。 

人口死亡漏报 m 在算式中消除了，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只剩下户籍迁移

的影响。孙先生大获全胜！	
  

这个推导正确吗？否。	
  

	
  	
  	
  	
  	
  	
  	
  	
  	
  	
  	
  	
  	
  	
  	
  	
  	
  	
  	
  	
  	
  	
  	
  	
  	
  	
  	
  	
  	
  	
  	
  	
  	
  	
  	
  	
  	
  	
  	
  	
   	
  	
  	
  	
  	
  	
  	
  	
  	
  	
  	
  	
  	
  	
  	
  	
  	
  	
  	
  	
   	
  
2 同上。 



我们还是回到孙先生承认的这个等式：	
  

人口非正常变化＝（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

年死亡人口。	
  

还是上述孙先生设定的条件设：当年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没有死亡补报。本年底人口

数为 A，上年底人口数为 a，当年出生人口为 b，当年死亡人口为 c，死亡漏报数为 m，迁

移型虚拟人口还是 d 

则：总人口增长为（A－a），人口自然增长数为 b-­‐(c-­‐m)，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报 m 没有被消除。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报行为无

关”的说法不成立。 	
  
孙先生的问题在哪里？本来，“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

总（即上式中的 A），不是“上年底总人口加当年出生人口减当年死亡人口加迁移人口”（即

孙先生说的[a＋b－(c-m)＋d]）。“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取统计局公布的两个

年度总人口之差（A－a）就行了，他偏要说成[a+b-­‐(c-­‐m)+d]－a，无端引入了不应有 m，为

消除自然人口增长中的 m 预设了条件。	
  
他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把人口统计实践中两组独立采集的数据当成了可以互相换算

的数据。由此，他的“当年所有的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进行了户籍登记”的假定，

不符合统计实践。	
  
 

孙先生说的“高度吻合”是不存在的 	
  

孙先生写道：在 1957 年－1959 年期间非正常增加（即上表第７栏中的正差额）合计 1093
万人，1970 年－1979 年期间（1972 年和 1974 年没有计入）非正常增加合计 1331 万人，再

加上 1965 年－1969 年、1972 年和 1974 年这七年人口非正常增加的 203 万人，共计非正常

增加 2627 万人。这个数字与我国人口在 1960 年－1964 年期间非正常减少（即上表第７栏

中的负差额）的 2654 万人，是令人惊异的高度吻合在一起的。3他认为。这种“高度吻合”

的原因是，：1956－1959 年在大迁移有效期 1144 万人重报、虚报了户籍。在 1960－1964 年，

这 1144 万人重报、虚报的户籍被注销。1960－1964 年又有 1510 万人在迁移中漏报了户口。

二者相加为 2654 万人。4也就是说，这 2654 万人完全是由于户籍漏报、虚报、补报造成的，

与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由于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不准确，才出现了不应有的差额（即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

孙先生承认统计局公布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却用这不可靠的数据推出“高度吻合”的结论，

“高度吻合”也是自然是不可靠的。为了求得“高度吻合”，他还把完全不同的 1972 年－1974
年的数据也扯进来了。可见孙先生的“科学推导”缺乏科学精神。 

多位人口学家用人口学的方法对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进行调整以后，说明孙先生的“高度

吻合”是不存在的。对人口学家的调整我这里不一一介绍，只举出王维志通过实地调查和

分析，对那三年的数据进行的调整。现将王维志的调整结果列入表中： 
 

1，年份 2，总人口 3，按总人

口 算 出 的

增长 

4，出生人

口 
5，死亡人

口 
6，人口自

然增长 
7，差额 

1959 66671 677 1647．4 980．4 984．4 －307 

	
  	
  	
  	
  	
  	
  	
  	
  	
  	
  	
  	
  	
  	
  	
  	
  	
  	
  	
  	
  	
  	
  	
  	
  	
  	
  	
  	
  	
  	
  	
  	
  	
  	
  	
  	
  	
  	
  	
  	
   	
  	
  	
  	
  	
  	
  	
  	
  	
  	
  	
  	
  	
  	
  	
  	
  	
  	
  	
  	
   	
  
3 孙经先：《关于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64
页。 
4 同上，第 67 页。 



1960 65171 －1500 1389．3 2889．3 －1500 0 
1961 64508 －663 1188．6 1851．6 －663 0 
       
 

读者可以简单地计算一下，按照王维志的调整数据，哪有孙先生的“高度吻合”？至于

他说的“高度吻合”的 2654 万人是户籍迁移造成的，不仅没有提出一点事实根据，却严重

背离当年的现实。这一点下面再谈。 
否认“高度吻合”不仅是王维志一个。最早研究中国大饥荒的学者丁抒先生根据他对出

生率的修正后认为，1958-1959 年不存在“非正常增加”，只有“非正常减少”。孙经先的“高

度吻合”根本不存在。 
 
关于“1960年比1959年总人口多了620万”  

由于大饥荒，1960年的总人口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这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去

年出版的党史二卷采用了数据。孙经先认为，和1959年相比，1960年的总人口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多了620万！他是怎样“科学论证”出来的呢？	
  
首先，用他提出来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的论断，对1960年的死亡率进

行了“修正”。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的死亡率为25.43‰（学界认为这个数字偏低。美国

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修订为44.60‰，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科尔修订为38.8‰，

中国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蒋正华修订为32.40‰），孙经先“修正”为17.85‰。顺便提及：他

对死亡率调整以后认定“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1953年相

当”。从所周知，1950年－1953正是土改刚结束、统购统销还没有实行、农业还没有集体化

的时候，是中国农村情况最好的时候。孙先生却认为大饥荒年代和这个最好的时期相当！他

进而认为“那种认为我国1958年－1961年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没有科

学根据的”。 
接着，孙先生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调整了1960年的出生人数。他说：“1960

年我国出生人数为1392万人。但是，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960年出生并且

2000年仍然存活在国内的人数为1468万人。这表明1960年有明显的出生漏报的现象。按照

2000年的数据，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出生于1960年的人数1468万人，出生于1959年的人

数为1306万人，这两个数字之差为162万。由此可以合理地推出1960年实际出生人数比1959
年应该多162万。”“如按照1960年实际出生人数比1959年多162万，调整1960年的出生人数，

则1960年出生人数应当为1812万，与户籍出生人数1392万比较，漏报人数为420万。如果考

虑到这一因素，那么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就不是减少305万，而是增加了115万！”他

进而利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我国1960年人口比1959年增加了620万。”5 
	
   	
   	
   	
   	
   汕头大学的李澈教授分析，1964 和 1982 年两次人口普查的年龄别数据，与对应出生

年分的数据比较，绝不是孙经先说的那样，请看下表。	
  
━━━━━━━━━━━━━━━━━━━━━━━━━━━━━━━━━━━━━━━	
  
出生年	
   	
   出生数	
   	
   64 年普查对应	
   	
   	
   	
   出生年与 64 年	
   	
   82 年普查对应	
   	
   出生年与 82 年	
  

★	
   	
   	
   	
   出生年龄人数☆	
   	
   	
   对应年龄差数	
   	
   出生年龄人数☆	
   	
   对应年龄差数	
  
	
   	
   	
   	
   	
   	
   	
   	
   （万人）	
   	
   	
   （万人）	
   	
   	
   	
   	
   	
   	
   	
   （万人）	
   	
   	
   	
   	
   	
   	
   	
   （万人）	
   	
   	
   	
   	
   	
   （万人）	
  
───────────────────────────────────────	
  
1964	
   	
   	
   	
   2729.2	
   	
   	
   ＜1 岁	
   2848.3	
   	
   	
   	
   	
   －119.1	
   	
   	
   	
   	
   	
   （18 岁）2513	
   	
   	
   	
   	
   	
   	
   216.2	
  
1963	
   	
   	
   	
   2953.7	
   	
   （1 岁）3024.8	
   	
   	
   	
   	
   	
   －71.1	
   	
   	
   	
   	
   	
   （19 岁）2737	
   	
   	
   	
   	
   	
   	
   216.7	
  
1962	
   	
   	
   	
   2460.0	
   	
   （2 岁）1556.9	
   	
   	
   	
   	
   ＋904.0	
   	
   	
   	
   	
   	
   （20 岁）1562	
   	
   	
   	
   	
   	
   	
   898	
  

	
  	
  	
  	
  	
  	
  	
  	
  	
  	
  	
  	
  	
  	
  	
  	
  	
  	
  	
  	
  	
  	
  	
  	
  	
  	
  	
  	
  	
  	
  	
  	
  	
  	
  	
  	
  	
  	
  	
  	
   	
  	
  	
  	
  	
  	
  	
  	
  	
  	
  	
  	
  	
  	
  	
  	
  	
  	
  	
  	
   	
  
5孙经先：《关于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64
页。 



1961	
   	
   	
   	
   1188.6	
   	
   （3 岁）1153.5	
   	
   	
   	
   	
   	
   ＋35.1	
   	
   	
   	
   	
   	
   （21 岁）1069	
   	
   	
   	
   	
   	
   	
   119.6	
  
1960	
   	
   	
   	
   1389.2	
   	
   （4 岁）1430.5	
   	
   	
   	
   	
   	
   －41.3	
   	
   	
   	
   	
   	
   （22 岁）1430	
   	
   	
   	
   	
   	
   －40.8	
  
1959	
   	
   	
   	
   1647.3	
   	
   （5 岁）1488.3	
   	
   	
   	
   	
   ＋159.0	
   	
   	
   	
   	
   	
   （23 岁）1428	
   	
   	
   	
   	
   	
   	
   219.3	
  
1958	
   	
   	
   	
   1905.2	
   	
   （6 岁）2039.6	
   	
   	
   	
   	
   －134.4	
   	
   	
   	
   	
   	
   （24 岁）1945	
   	
   	
   	
   	
   	
   －39.6	
  
1957	
   	
   	
   	
   2166.0	
   	
   （7 岁）1971.6	
   	
   	
   	
   	
   ＋195.0	
   	
   	
   	
   	
   	
   （25 岁）1887	
   	
   	
   	
   	
   	
   	
   279	
  

……	
  

	
   	
   【数据来源】：☆《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附录：《分性别的年龄表》文献[23]	
   	
  
注，年龄误差率为 6.15‰ 
★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89》文献[22] 

	
  
对于 1960 年的出生数，1964 年和 1982 年人口普查表明，与对应年份的差数只有－40.8

万人或－41.3 万人，这是可接受的统计误差范围。 
孙经先不用 1964 年的数据，距离 1960 年只有４年，也不用 1982 年的数据，却用 2000

年的数据，相距 40 年。众所周知，人口统计中年龄误差率有传递、积累效应，年代越久，

误差率越大。2000 年对应 1960 年的出生人数 1468 万人，与 1960 年 1389 万之差是 79 万人。 
可是孙先生竟然说，“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出生于 1960年的人数 1468万人，与 1959

年出生人数 1306 万人，这两个数字之差为 162 万。”拿 40 年后的前后两年人数差异，来推

算 40 年之前的 1960 年有无漏报出生，和漏报数，这怎能令人相信？连起码的统计误差和误

差传递与积累的常识都不顾，还奢谈什么“严格的数学理论”推导？ 
他接着又拿 40 年后的推算数据来调整 1960 年的出生数，说：“漏报人数为 420 万。如果

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我国 1960 年人口数比 1959 年就不是减少 305 万，而是增加了 115
万！” 

 

事实胜于雄辩 	
  

孙先生的上述看法是建立在假设上的：他假设什么年代人口漏报、重报，什么年代补报。

这些假设都没有事实证明，他就轻易作出了结论。 
以上我从数学上（如果这么简单的运算也能算作“数学”的话）推翻了孙先生的“死亡

漏报不会对人口非正常变化产生影响”的论断。这个论断被推翻以后，孙先生的另一论断“人

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6也就不攻自

破了。 
事实胜于雄辩，我还是要用事实进一步证伪。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

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这一论断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他假设，

在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非正常减少 2654 万人，完全由户籍人口迁移所产生的迁移

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造成的。”7众所周知，在那个年代，人们在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

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	
   “户

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的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

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孙先生避谈这个事实。 
是的，在 1958 年，由于大办工业，有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劳动力进入了城镇。1957 年，

城镇人口总数为 9949 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1960 年达 13073 万人。三年共增加 3124
万人，增长 31.4％。8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 2218 万人。91961 年－1962 年精简城镇

	
  	
  	
  	
  	
  	
  	
  	
  	
  	
  	
  	
  	
  	
  	
  	
  	
  	
  	
  	
  	
  	
  	
  	
  	
  	
  	
  	
  	
  	
  	
  	
  	
  	
  	
  	
  	
  	
  	
  	
   	
  	
  	
  	
  	
  	
  	
  	
  	
  	
  	
  	
  	
  	
  	
  	
  	
  	
  	
  	
   	
  
6 孙经先：《关于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65 页。 
7 同上，第 67 页。 
8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 年，第 110 页，第 81 页。 
9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移初步探讨，载《中山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 



人口时，有 2000 多万城镇职工下放到农村。但是，孙先生说，正是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中的漏报、虚报、补报才显示出这几年我国统计上人口在大量减少，这就不符合实际了。农

业劳动力进城需要粮食，城镇职工到农村也需要粮食。在那个年代，粮食就是生命，人口迁

移必须伴随粮食转移。而粮食转移就与户籍人口转移相关联。怎能人口迁移后不报户口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 1958 年 1 月 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九十一次会议通过、并于当天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施行的。当时，城市居民一家一

个户口本（机关、学校住集体宿舍的为集体户口），农村一个生产大队一个花名册户口本。

粮食统购统销是 1953 年开始的。实行统购统销以后，城镇人口按户口供应粮食，农村人口

按生产大队的总人口留粮食。农民从生产队到城市当工人，必做从农村的公安部门办迁移证，

到城市以后，凭迁移证上户口，同时办理粮食关系。 
当时不带户籍、没有粮食关系的人口流动是有的，就是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饥民，这些人

被称为“盲流”。据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供人的数字，1960 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

内流动人口为 600 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10政府不允许“盲流”，都被当地政府

收容。	
  
孙经先还认为，“那种认为我国在 1958－1961 年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

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他还写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的文章广

为散发。按照孙先生的“科学推导”，1960 年和 1959 年相比，总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

增加了 620 万人！11是的，孙先生的推导是否科学，我在上面已作了否定的回答，我现在要

说的是，1958－1961 年间出现的“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虽然孙先生用他的“科学推导”

来否认，但确有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些事实存在各地档案馆的官方调查报告之中，也散见

于各地的方志当中，也在大量当事人的见证当中。信阳事件饿死了 108 万人，是中共中央、

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通渭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也是甘肃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

结论。四川饿死 1000 万，不仅可以从四川省的人口统计中得到证明，也可以至今还健在的

一些四川老干部那里得到证明12。中监委李坚当年到安徽调查的估计是，非正常死亡是 300
万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回京后对李坚说，安徽饿死 500
万人。13薄一波对山东省长赵健民说山东饿死 300 万人。141961 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

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

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他们三人将这个报告送周恩来，周看了后没有否定，

只是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几天以后，周恩来又问他们：“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

答：“销毁了，连版也销毁了。”15这么多党的高级干部都确认当年大量饿死人，请问孙先生：

这些是不是“重大谣言”？    	
  
更令人震憾的是，在大饥荒年代，全国有文字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当年担

任山东省长的赵健民在 1960年 12月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1958年冬到 1960年上半年，

山东有文字记录人吃人的事件有 23 多起，没有文字材料但有口头回报的的十多起16。四川

达县地区出现过数十起人吃人的事件。171961 年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说，全省人吃人的

	
  	
  	
  	
  	
  	
  	
  	
  	
  	
  	
  	
  	
  	
  	
  	
  	
  	
  	
  	
  	
  	
  	
  	
  	
  	
  	
  	
  	
  	
  	
  	
  	
  	
  	
  	
  	
  	
  	
  	
   	
  	
  	
  	
  	
  	
  	
  	
  	
  	
  	
  	
  	
  	
  	
  	
  	
  	
  	
  	
   	
  
10 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 年 10 月 19 日，吉林省档案馆，全宗号：1；案卷号：

126 
11 孙经先：《关于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 6 期第 75 页。 
12 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四川“肖李廖事件上”》 
13 李坚接受杨继绳采访时的谈话，2001 年 4 月 9 日，于李坚家中。 
14 赵健民接受杨继绳采访时的谈话，2001 年 12 月 14 日，赵健民家中。 
15 周伯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讲过这件事。2003 年 9 月 25 日，杨继绳专门到周伯萍家问起此事，周

确认。 
16 赵健民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60 年 12 月 15 日。 
17 《南方都市报》：《跃进过后是饥荒 川东达州市三年“灾害”纪实》。 



事件 1287 起。青海省公安厅报告，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事件 300 多起。18中国古代

是“易子而食”，而当时的中国是父母吃自己的子女，子女吃自己的父母！试想一下，如果

不是极度饥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孙先生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

19按照孙先生的“科学推导”，刘少奇这些说法不也是“重大谣言”吗？	
  
	
  
	
  
	
  
	
  

	
  	
  	
  	
  	
  	
  	
  	
  	
  	
  	
  	
  	
  	
  	
  	
  	
  	
  	
  	
  	
  	
  	
  	
  	
  	
  	
  	
  	
  	
  	
  	
  	
  	
  	
  	
  	
  	
  	
  	
   	
  	
  	
  	
  	
  	
  	
  	
  	
  	
  	
  	
  	
  	
  	
  	
  	
  	
  	
  	
   	
  
18 2009 年 7 月，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向本文作者提供的资料。 
19 王光美、刘源：《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0 页。 


